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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注入了旗帜鲜明反对腐败的原始基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都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需要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

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系统梳理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反腐败斗争历史进程和丰富经验，能够为新时代打赢

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重要启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反腐败斗争 自我革命

党的二十大强调，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实践，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

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 100 余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

会革命的 100 余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伟大自我革命，同腐败行为坚决斗争的 100 余年。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

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①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百

余年历程进行梳理研究，对于新时代涵养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政治生态，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

战持久战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指出: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

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

治问题。”② 所谓“一贯”“始终”，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在掌握政权

后或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从党诞生之日起，这一政治立场就被当作原始基因，深深烙印进这一

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肌体灵魂之中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入政治基因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入了旗帜鲜明反对腐败的政治基因。在中国共产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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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初、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以及西柏坡时期，党的反腐败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反腐败的重点是锻造经得起考验的革命组织。一大党纲

中强调，党员“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除非迫于法律，不经

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①。同时，一大党纲要求新同志入党需经历候补党员

阶段，接受所在地党委或执委至少两个月的考察。这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党员人数

还较少，但坚持绝不滥竽充数的原则。1924 年 11 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强调: “党内组织

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② 由于对组织工作的高度重视，

1925 年后党组织得以普遍建立，党员人数迅速扩大，从不足千人发展到上万人甚至几万人。组

织规模的迅速扩大体现出党的事业突飞猛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斗争形势异常复杂，党

对新党员的鉴别、教育、培养比较粗糙，一些投机腐败分子进入革命队伍之中。1926 年 8 月，

为净化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形象，发展党的事业，《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

化分子》要求坚决清洗投机腐败的坏分子，“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

威望”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文献，篇幅虽短，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党在局部地区掌握了政权机关，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是

探索反腐败体制机制、回答“谁来反腐败”的问题。苏维埃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

建立的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但新生政权毕竟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受到旧社会的

影响，出现了贪污腐败、浪费、渎职等腐朽现象。这些现象严重违背苏维埃政权性质，严重破坏

了红色政权形象，需要从体制机制着手形成反腐肃风环境。1931 年 5 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

建立起工农监察委员会，明确其目的是“专一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斗争”④。长

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但是，由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

思想侵袭，且党员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斗争经验不足，根据地党政机关尤其是基层政权的

经济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贪污腐化现象。为清除这种恶劣现象，党中央高度重视惩治腐败的法

规制度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并在 《陕甘宁边区

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

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多个法规文

件中，对惩治贪污分子和腐败行为作出了专门规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带动影响下，其他各根据

地也依据自身特点制定了适合当地反腐工作情况的条例，如《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琼崖解

放区惩治贪污条例》对犯贪污罪的不同情形作出了明确定义，对不同贪污数目的量刑年限作出了规

定，并区分了各级政府对贪污罪犯罪人员的审判管辖权限，使得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法可依、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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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这些专门法规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法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是在思想

上、作风上为掌握全国政权做准备。在制度方面，党中央在西柏坡建立起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

委制，规范各部门工作制度，这些制度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善了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

由于被敌人分割包围而滋生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现象，以及一些同志出现的骄傲自

满、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为反腐败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思想作风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深刻分析了胜利有可能带来的诸如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不求进步等情绪，认为党

内存在着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腐蚀队伍中意志薄弱者的严重危险，提出了“两个务必”，要

求全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以及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①。这是毛泽东同志立足于跳出“人

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历史高度，对即将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宏观指引，深刻表明了中国

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腐朽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决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在探索中不断前进，重点有以下三

方面。

一是大力惩治贪污腐败行为。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从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大局出发，东北

地区率先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开展，东北各地相继揭露出触目惊心的贪污问题。
1951 年 11 月，东北局提交中央的书面报告使毛泽东同志认识到解决各级干部贪污腐化问题，已

经成为一个相当迫切的任务。此后，党中央将增产节约运动同 “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将反对

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视为实现增产节约的重要保证。刘青山和张子善案件使党中央和

毛泽东同志深感贪污问题的严重程度，毛泽东同志指出: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

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

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注点从增产节

约逐渐向开展“三反”运动转变。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国家机关中的

大贪污分子和社会上的大盗窃分子完全陷于孤立，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制裁。

二是构建新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党和国家监察体制和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

治贪污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法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反贪污腐败斗争的过程中逐步确立

和出台的。1952 年 4 月，《惩治贪污条例》的出台，就是为了巩固“三反”运动胜利成果。1952

年 4 月，彭真在《关于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 “为了对贪污分子和盗窃分子分别予

以惩治，为了巩固‘三反’和‘五反’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并继续和一切贪污与盗窃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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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制定一个法律是完全必要的。”① 党和国家监察机关也在反贪污腐败斗争锤

炼中不断完善。1952 年，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

争的指示》，明确要求监察机关要在反腐败斗争中 “把监察机构健全起来……广泛地建立监察通

讯网”②。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是新生人民政权的第一个监察机构，是 1954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部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监察机关。1955

年 3 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

属各部门，以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至此，覆盖全体党员、各级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党和国家监察体制基本确立。

三是持续深入整顿思想作风。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其根本在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方

面出了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

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原因。”③ 为此，党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对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和作风进行纠正和引导。1957 年，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以党内思想教育的方

式，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

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整风运动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极

好的教育，使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运动也让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

志，甚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现象得以发现，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不

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被清除出党。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承创新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斗争不仅注重恢复原有政治生态，重

建党和国家纪检监察体制，还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的反腐败斗争的新特点、新举措。

一是恢复党内政治生态，重建党和国家纪检监察体制。为了更好地恢复此前被严重破坏的党

内政治生态，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全党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更好地处理积压

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党内安定团结推动党和国家

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中央决定重建纪律检查委员会。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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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党章中对于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如何产生及如何展开工作作出了规定，党的纪律检查机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正式恢复和确立。1986 年年底至 1987 年，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恢复

设立的国家监察部正式挂牌办公。1993 年 1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

合署办公，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形成了纪检监察一体化体制的雏形。

二是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新特点和新举措，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在改革中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成

为现实又崭新的问题。针对部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各种名目下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套购紧

俏物资，利用职权倒买倒卖等现象，陈云同志在 1984 年强调: “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

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 ‘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

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① 1984 年年底至 1985 年年初，

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先后对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进行规范。198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

《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5 年 1 月，中央纪委以一号文件形式发

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的通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渗透进党内，不断攻破党员干部

心理上的防线，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最

大难题。从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前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始终注重标本兼治，

既对贪腐大案高压震慑，又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党中央始终对严重贪腐大案采取高压震慑，严查

大案要案。仅 2007 年至 2012 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商业贿赂案件涉案金额就高达

222. 03 亿元②。同时，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制定或修订了 《建立健全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

定》等党内法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刑法修正案 ( 七) 》和 《刑法修正案 ( 八) 》，并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反腐败斗争的有关法律，党和

国家反腐败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初步形成③。

四、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重大判断——— “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

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④ 新时代十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主要体现

·72·

①

②

③

④

《陈云年谱 ( 1905—1995) 》 (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64 页。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2 页。

参见吴建雄: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 期。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3 －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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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1) “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既严肃查处高级领导干

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的利益集团，又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党中央一方面坚决铲

除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野心家、阴谋家，另一方面对

乱作为、不作为的基层党员干部严肃追责，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数十万人。 ( 2 ) 织

密国际追逃“天网”，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2014 年至 2017 年，

共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3453 名、追赃 95. 1 亿元，“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 48 人

落网，新增外逃人员从 2014 年至今逐年下降至个位数①。2017 年至 2022 年，“天网行动”追回

外逃人员 7089 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1992 人，追回赃款 352. 4 亿元，“百名红通人员”

已有 61 人归案②。( 3) 持之以恒整肃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2012 年至 2017 年，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 9 万起，处理

党员干部 25. 6 万人③。2017 年至 2022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28. 6 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39. 8 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8. 5 万人④。

二是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1) 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两次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一大批法规和文件废止、宣布失效或进

行修改。破旧是为了更好地立新。在清理的同时，党中央也将党的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及时上

升为党内法规，逐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体系，切实做到

依规治党。 ( 2)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人民组织和行使国家公

权力，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不仅要对党员全覆盖，还要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

覆盖。过去的国家行政监察体制一方面存在行政监察范围过窄的问题，只能覆盖行政机关公务

员，对于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等非行政机关的非党员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真空地带; 另一方面

又存在反腐败力量分散的问题，党的纪检机构、行政机关监察部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分别行使

职权，造成职能交叉，资源浪费。设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同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等并列存在的国家监察机关，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 3) 严防灯下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解决 “谁来监督纪委”问题、 “清理好门户”、防止

“灯下黑”等要求，指出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执纪者要做遵守纪律的标杆。党中央

给中央纪委立规矩、定制度，对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作出详细规定。

三是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一贯的优良传统，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破

除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 “心中之贼”，可以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筑牢思想堤坝。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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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38 － 139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40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9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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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

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奋斗历程，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营造不想腐的良好政治氛围。

五、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进程，给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丰富

启迪。

一是深刻认识到贪污腐败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水火不容。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

一贯的政治立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先进、纯洁的政党，同贪污腐败坚决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政党性质的永恒坚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尤其是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先进

性特征作了经典概括: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

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

般结果。”① 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骨干分子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拥有最高觉悟、理论最深刻、

斗争最坚决、战斗最顽强的群体，而贪污腐败、蜕化变质则会严重损害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贪污腐败行为会严重损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在 19 世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

忌惮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资产阶级往往会对其骨干成员采取收买政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骨

干成员，毫无疑问是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而恰恰就是这些在战斗中不曾被枪炮所击倒的工人领

袖，却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下丧失了先进性，蜕化为工人贵族，“无产阶级运动的规律显然是，

到处都有一部分工人领袖必然要蜕化”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骨干成员必须时时刻刻注

意保持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当革命形势和任务所需而必须同一些小资产者或其他非无产者进

行合作并结成联盟时，则“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

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旦“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

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③。

对贪污腐败放任自流会严重损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工人贵族现象，

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对待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是检验一个政党能否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重要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同贪污腐败这种蜕化变质现象进行坚决的、彻底的、不留

情面的斗争，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不受到侵犯。“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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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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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

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①

二是深刻认识到贪污腐败严重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贪污腐败行为对于党员干部来

说，是将个人利益置于人民群众公共利益之上，将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自己服务、为家人朋友等

“小团体”服务，将讲正气矮化为讲“江湖义气”，严重违背了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政党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

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

日起，无论处于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痛恨贪官的主

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切身利益。例如，在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中的腐败行为。这种发生在基层、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的执行，使其在基层“走样”“变形”，从而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

任和支持，也损害了党群、干群鱼水情。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从更深层次看，贪污腐败行为源于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颠倒了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在经济

社会高度发达的当下，贪污腐败行为却愈演愈烈，有的党员干部贪污数额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物质需要的范畴，而是一种扭曲的思想在作祟，这就是干部特殊化、特权

思想。列宁深刻分析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指出: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

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③。由此

可知，政党、领袖是群众、阶级的属概念，是从群众、阶级中产生并从属于他们的。毛泽东同志

在 1960 年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也曾有过精辟论述: “我们这些人原来不都是老百姓吗? 要当

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④ 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以功臣

自居，看不起群众，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俨然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超越于无产阶级和人

民群众的特殊阶层。为解决这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倡议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认为 “这

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

新”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敏锐捕捉到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的不满，认为 “这不单是一

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⑥。1979 年 11 月，他亲自推动出台

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一些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

行为暴露了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事实上就是在思想上首先抛弃了群众，最终也必然为群众所抛

弃，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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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中国共产党无法取得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革命胜利后，作为

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更应当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出发理解反腐败斗争的紧迫

性，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在反腐败工作上将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群众，信任群众，发挥群众力量揭露腐

败行为。新时代，应坚持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全面领导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结合起来，运用巡视巡察等制度安排，形成全社会共同有序反对贪污腐败的优良政治局面。

三是深刻认识到贪污腐败严重阻碍甚至可能葬送党的事业。贪污腐败，究其本质，是用金钱

购买权力，是金钱政治、“钱主”政治，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腐败是制度性

腐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的政治统治，虽然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彻底的人类解

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下，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对立仍

然存在。资本家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可以通过以政治献金干预选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垄断

政治权力，形成金融垄断集团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的统治。在这种统治面前，所谓 “分权制衡”

不过是看似美丽的政治骗术。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击碎这种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制，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

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当仍

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仍然有存在的

必要。毛泽东同志指出: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

险。”②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特殊性在于它没有同社会割裂，不凌驾

于社会之上，而是从属于社会的，是真正的廉洁政治。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进

行了详尽分析，认为它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③，既是维护工人阶级权

力的工具也是镇压反革命的工具。巴黎公社的实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

的制度遵循，毛泽东同志在与黄炎培 “窑洞对”中提出的 “让人民监督政府”④，就是新生人民

政权要把国家权力交还给社会的政治宣示。而贪污腐败，则是已经从属于社会的国家权力企图再

次超越于社会的表现，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最终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背道而驰，阻碍了党的事业。更加严重的是，这有可能导致党和国家政权走向变质乃至灭亡。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是一个重要方面，严重的贪污腐败加剧了国内社会

矛盾，最终造成了分崩离析的结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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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行为必然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相结合，甚至还有可能和团团伙

伙等谋取不当政治利益的非组织行为相结合。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

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①，因此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斗

争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调配政治资源，产生合力，最终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优势。

四是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是一以贯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

方法论基础，“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它对现存事物

肯定的理解中带有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批判性与革命性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具有

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自我革命的品格是一以贯之的。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遵义会议纠正博古、王明等人

“左”倾错误，从延安整风到西柏坡进京 “赶考”，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确保党的革命路线不

偏航，革命队伍不变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到 “七千人大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拨乱反正到

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以新的自我革命实现党的革命精神不松懈，革命目标不动

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刮

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精神大刀阔斧地祛除影响党的肌体健康的顽疾，实现党的面貌焕然一新。2022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给出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

命。”③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党找到了自我革命

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④ 由此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自成立以来的百余年历史中始终坚持着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正是这一品

格为党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捍卫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使党永葆生命力与战斗力。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就要继续坚持勇于自我革命这一鲜明品格，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查自纠、

狠抓问题整改，从而永葆革命政党的政治本色，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 李正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

生导师; 张淑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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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and preparation，enhance military governance in all respects，and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CPC's Historical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Today Li Zhenghua and Zhang Shuyuan ( 23)……

Since its founding，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infused with a primitive gene of taking a clear-cut stand

against corruption. I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t all stages in its history—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new period of reform，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each stage，with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and rich experience.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has show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ich

experience of CPC'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ith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winning the protracted battle against corruption in the new era.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PC's Ｒural Policy in a Century and Its Implications Peng Haihong ( 33)……………

For more than 100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has always stoo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regarded the solving of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s the primary task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reform and development，taken relying on farmers and seeking happiness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rmers

as its important mission，and formulated its rural policies on this basis.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Ｒevolution，CPC

formulated its rural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and thus its size，strength and governed area

continued to grow.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CPC led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to change the poor

and backward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CPC led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to reform r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liberate and develop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PC leads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ural reform，put forward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areas.

· Studies on Party Building ·

A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Mi Zhanmin ( 44)………………………………………………………………………………………………

As an important agenda item of party building，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PC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ased on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which

demonstrates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of the Party in building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reflect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as a new concept，new category and new expression in the innov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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